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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村级河长提升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了吗？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的反事实估计

马鹏超，朱玉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农村水环境长期存在“边治理、边衰退”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问题，通过广泛设立村级河长能

促进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吗？ 基于黄河流域 ４ 省份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实证检验村级河长的设立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及机制，比较不同流域差异、地理区

位及村庄规模下的组群差异。 实证结果表明：村级河长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
对上游村庄、中小型村庄、近郊村的水环境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提升效应，且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

立。 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村级河长有效治理的深层原因在于村庄内部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

能力发挥着中介效应，在政府纵向激励问责机制的驱动下村级河长通过资源整合与策略化动员，有

效弥补自身治水资源不足的缺陷，避开低绩效陷阱，进而提升河长制在“最后一公里”的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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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村水环境主要指分布在农村地区的河流、湖沼、沟渠、塘坝等水体组成的水网系统，是农

村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直接关系农业发展、农民健康及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

我国农村经济活跃度增强，生产力得到空前释放，但同时引发了农村生态失衡严重和环境污染

加剧的问题，其中，农村水环境污染尤为突出，存在“边治理、边衰退”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等问

题 ［１］ 。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水污染物排放中农业源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分别占总排

放量的 ４８％和 ３１％，农村约有 ２． ２７ 亿人口存在饮用水不安全问题，农村水环境治理刻不容

缓 ［２］ 。 为纾解日益严重的水污染困局和治理难题，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

厅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通过由地方核心官员担任“河长”这一制度设计，解
决长期以来水系治理的资源分散、职能碎片化、统筹权威缺失等问题 ［３］ ，这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

的水治理政策。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底，我国共设立 １０６ 万多名河长，其中省、市、县、乡四级河长

３０ 多万名，村级河长（含巡河员、护河员）７６ 万多名。 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水系连通

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进一步强化河长制。 作为河长组织体系的神经末梢，村级河长数量最多、
分布最广，往往处在治水第一线，承担着河流生态管理、整治和保护的“第一责任人”职责。 村

级河长既是政策执行者，也是信息传递者，在河长组织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履职情况

直接关乎河长制实施成效。 作为环境治理领域的一项制度创新，河长制释放了显著的政治势

能，但因监测和表征农村水环境数据的缺乏，迄今鲜有学者评估设立村级河长对农村水环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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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绩效的影响效应。 那么，对于河长制链条中的末端场域，处在治水第一线、扮演执行末梢和输

出端口角色的村级河长能促进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改善吗？ 如果能，其作用强度和作用机制

如何？ 政策的着力点在哪里？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提升农村水系综合整治水平，实现河长

制从“有名”向“有实”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河长制自 ２０１６ 年自上而下全面推行以来，其效果评估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目前，学者

研究主要关注河长制对流域水质的影响效应，部分学者运用各级监测数据，围绕河长制污染减

排要求展开分析，得出河长制的实施能够降低水环境中的氨氮含量、化学需氧量，抑制水环境污

染发生 ［４－５］ 。 但也有学者认为，河长制过于依赖人治，缺乏社会监督，未能显著降低水域中的深

度污染物，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粉饰性治污行为 ［６－８］ 。 同时，还有学者从官员晋升和企业排污的

视角揭示了河长制政策效应差异原因，指出随着地方官员年龄的增长、晋升机会的下降，地方水

环境河长制治理的边际回报率也随之降低 ［９］ ；河长制能够通过降低“自发首创”地区企业产出

产生污染减排效应，但在“平行扩散”地区未能实现污染减排效果 ［１０］ 。 尽管已有文献采用客观

的水质数据和污染排放主体企业微观数据，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识别了河长制的政策效应，但
采用不同数据和针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论并未达成一致。 已有研究鲜有将河长制与农村水环

境治理置于统一框架下进行系统分析，对河长制视域下农村水环境治理的政策效应研究更是匮

乏。 河长制作为一项惠及民生的政策性工具，政策效果的评价不应仅仅局限于投入、产出、效率

等客观绩效的非感知评价模式，也应包括公众主观判断的感知绩效模式。 张可等 ［２］ 基于互联网

用户对水环境搜索记录的直观感受，测度了农村水环境质量的变化，多数断面的调查结果与监

测一致。 与投入产出的效率评价相比，基于公众视角对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更具地方

性、实时性、准确性，也更反映公共价值 ［１１］ 。 当前，从公众视角探究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效应

的研究较少且不充分，仅有部分研究关注了河长制推行中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模式 ［１２］ 、
公众感知绩效 ［１３］ ，却缺乏对生态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关注。

基于此，本文采用黄河流域 ４ 省份村级随机抽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 ５ 种倾向得分匹配法，
重点考察村级河长的设立是否有助于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改善，并深入探讨村庄内部知识资

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的中介效应，以期为破解农村水环境长期存在的“边治理、边衰退”和地

方政府监管乏力难题提供新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内涵

确定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内涵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绩效”的概念。 关于绩效的定义，存在

两种代表性的理论和观点：一种是结果绩效观，强调结果和产出，是行动目标的最终体现，结果

绩效主要由数量、质量、效果、公平和满意度要素构成；另一种是行为绩效观，认为绩效并非结果

和产出，而是与行动目标有关的，并且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评估的行为总和 ［１４－１５］ 。 那么

何种绩效才能准确表征水环境的治理绩效呢？ 学界对该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最早的水环

境治理绩效强调单一的生态绩效，更多关注水质、水生物多样性、生态流量等 ［１５］ 。 随后的研究

开始关注社会绩效，并越来越多地将“人本”型指标、“制度”型指标纳入水环境治理绩效的测

度，比如制度供给、公众满意度、治理水平及示范效应等 ［１３，１６］ 。 这暗含着水环境治理绩效不仅

是工程技术问题，更是公共管理问题。 Ｏｓｔｒｏｍ［１７－１８］ 认为公共资源治理绩效可以从生态与社会两

个层面进行测量，社会绩效主要包含效率、公平、责任、可持续性等指标；生态绩效主要包含生物

多样性、生态恢复力、生态可持续性等指标。 借鉴已有研究 ［１９］ ，本文认为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

是一种结果绩效，是政府在农村水环境管理过程中通过某些手段或方法，克服事物本身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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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和问题而作出的一系列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与效果，这种绩效不仅包括生态绩效，还包括社

会绩效。
（二）村级河长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

农村水环境是作为公共物品存在的，其产权难以界定，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容
易催生“机会主义” “公地悲剧”和“搭便车”问题，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问题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１］ 。 Ｏｓｔｒｏｍ［１８］ 认为“新制度供给”在公共资源治理中发挥着基础作用，科学

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降低代理人的行为偏差，是提升制度执行有效性的关键。 河长制作为

中国水环境治理领域的创新实践，将治理权责落实到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是对现有水环境治

理制度的统筹、权威的加强、职责的监管，有效契合了中国传统的体制优势以及当前的绿色发展

理念。 随着覆盖“省—市—县—乡”四级河长制体系的全面建立，河长制链条逐步向农村延伸。
河长制中政府纵向激励问责会激发村庄之间的“标尺竞争” ，入选“最美河长”奖励名单会在村

庄之间产生标杆激励效应，激励村级河长为提升水环境质量而努力 ［１２］ 。 但与此同时，农村水系

作为水治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和末端场域，加之村级河长处于河长制体系链条中的最底端，拥
有的可调配资源十分有限，面对面广量大的中小河道、小微水体，很难做到全面了解、系统治理，
时常与政策执行理想状态存在差距，河长制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的政策效应仍有待检验。

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河长制向农村基层延伸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水环境治理绩效，但鲜有学

者关注到村级河长影响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 而事实上，村级河长之所以对农村水

环境质量产生影响，其存在一个重要的机制路径是村庄制度能力。 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村级

河长可以在村庄内部塑造一种特定的能力或者文化，使得空间内所有利益相关主体形成一种协

调合作和资源整合的氛围，摆脱治理中参与者追求短期利益的发生，使零散的、短期的合作逐渐

转变为长期共赢的合作 ［２０］ 。 而村庄空间领域内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三层次因素

是村级河长塑造村庄农村水环境治理氛围的关键，决定着村庄制度能力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作用

的发挥。 村庄空间领域内的知识资源表现为村级河长充分了解嵌入在村庄内部的习俗、惯例与

道德准则，并在此基础上整合甚至创造适用于本村的水环境治理规则条例，并保障该规则能够

有效执行，使之成为村庄内部水环境治理的主要依据。 这种嵌套于村庄内部的非正式制度唤起

的情感力量是村庄公共事务有效治理的基础，也是村庄内聚力的核心，为村民行为决策提供了

无意识的依据，能够有效规避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搭便车”行为。 村级河长作为河长制体

系中的神经末梢，其有限的资源调配能力与层层加码后的治水任务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２１］ ，而
嵌套在乡土关系中的熟人关系网、人情机制、面子观念、互惠互利及河长权威等本土性关系资源

对村庄公共资源治理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２２］ 。 公共资源治理中“关键群体”对政策的有效执行

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处在治水第一线、扮演执行末梢和输出端口角色的基层村级河长就属于

这类“关键群体” 。 在农村基层治水中，由基层党政一把手担任的村级河长根植于乡村土壤，与
当地村民、环境有着天然的联系，对村庄公共资源治理具有动员效应和规则认同效应，能够有效

凝聚共同利益，促进一致的水环境治理行动，有效规避微观主体的乱占、乱采、乱堆、乱建及“搭

便车”行为的发生，引导村民做出有利于提升村庄社会福利的决策行为，推动河长制由制度优势

向治理效能转变 ［１２］ 。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认为，村庄制度能力中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与动员能力可能是连

接村级河长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重要中介桥梁，村级河长将通过塑造村庄制度能力作用于

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生态绩效、社会绩效和总体绩效（图 １） 。 由此提出如下假说：
Ｈ１：设立村级河长会提升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
Ｈ２：村级河长通过利用村庄制度能力中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 ３ 条路径来提升农

村水环境治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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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村级河长影响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在黄河中上游甘肃、宁夏、陕西、河
南开展的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包括水利部门座谈会与村庄问卷调查两个环节。 调查区域中的

甘肃、宁夏位于黄河上游，陕西、河南位于黄河中游，４ 个省份的流域生态条件存在一定程度的

差异，而且在河长制实施成效与地方制度能力存量方面也有较大不同，调查区域具有较强的代

表性。 调查抽样的基本思路如下：首先，课题组按照黄河上游、中游两个层次，各抽取两个省份；
其次，从每个省各抽取 ２ 个县（区） ；再次，依据各县河长制推行情况，从每个县随机抽取 ４ 个乡

镇，从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４ 个村庄；最后，根据所选村庄的规模大小，在每个村庄随机抽取 ８ ～ １０
位村民进行调查。 调查采取调查员和受访村民一对一访谈的方式进行，经筛选最终获得 ４ 个省

８ 个县（区）１２８ 个村庄的有效问卷 １２５７ 份。
（二）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１．因变量：治理绩效。 本文主要依据水利部公布的河流健康评价指南，结合社会生态系统

分析（ ＳＥＳ）框架，从“生态层”和“社会层”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进行维度界定。 生态绩效指

标主要包括水质改善程度、水生物多样性改善程度、生态流量改善程度。 社会绩效指标主要包

括公众满意度、示范推广、治理水平。 生态绩效指标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进行测度，改善程度从

１（没有改善）到 ５（改善非常明显）逐级增加。 社会绩效同样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进行测度，同
意程度从 １（完全不同意）到 ５（非常同意）逐级增加。 为便于实证分析，笔者采用探索性因子分

析法对以上 ６ 个具体指标进行降维。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ＫＭＯ 值为 ０．６８９，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统

计量在 １％水平上显著，表明数据适用于因子分析。 通过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转，从 ６ 个具体指标

中获得 ２ 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生态绩效”和“社会绩效” ，同时，笔者对结果进行了信度和效

度检验，治理绩效测量指标的克朗巴哈系数为 ０．６６５，表明提取的公因子整体效果较好。 最后，
笔者按照方差贡献率对生态绩效和社会绩效进行加权平均，以求得总体治理绩效。

２．处理变量：村级河长。 本文的目的是探究村级河长的设立能否提升农村水环境治理绩

效，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以来推行的“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制可视为“准自然实验” 。 在实

际调研中，以样本村是否设立了村级河长作为处理变量。
３．协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 ［１７－１８］ ，从自然地理条件、村庄经济社会属性、外部资源支持选取协

变量。 自然地理特征以村庄河流数量、自然条件是否恶劣、城市邻近性进行测度；村庄经济社会

属性以村组织公共领导力、村庄外出务工比例、信息公开度、巡河员人数、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

度；外部资源支持以政府投资力度、河长制宣传力度、民间河长数量、企业投资力度进行测度。
４．机制变量。 为了检验假说 ２，借鉴已有研究 ［２２］ ，分别选取“水环境治理中表现突出的个体

会得到奖励” “污染河流的行为在被举报后会受到处罚” “村庄具有水环境治理的传统风俗习惯

（如集体治理河道垃圾、绿化河岸） ”３ 个指标来衡量知识资源变量；选取“村组织对投诉举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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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问题进行反馈” “村组织对村民意见建议的重视程度” “有机会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

决策活动”３ 个指标来衡量关系资源变量；选取“村组织及河长调动并协调村庄内部治水力量的

能力” “村组织及河长动员企业投资或争取政府补贴支持的能力” ２ 个指标来衡量动员能力变

量。 指标测度使用五级李克特量表，同意程度从 １（完全不同意）到 ５（非常同意）逐级增加。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特征与描述性分析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定义与样本均值差异检验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处理组

均值（ Ａ）

控制组

均值（ Ｂ）

均值差

（ Ａ－Ｂ）

因变量

　 生态绩效 根据因子分析计算而得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５∗∗∗

　 社会绩效 根据因子分析计算而得 ０．２０６ ０．１４９ ０．０５７∗∗∗

　 总体绩效 “生态绩效”与“社会绩效”按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的取值 ０．０９７ ０．０７０ ０．０２７∗∗∗

处理变量

　 村级河长 本村是否有村级河长：是 ＝ １，否 ＝ ０ １ ０ １

协变量

　 村庄河流数量 连续变量 １．４５９ １．１３６ ０．３５９∗∗∗

　 自然条件是否恶劣 是 ＝ １，否 ＝ ０ ０．５７３ ０．４８９ ０．０８５∗∗∗

　 城市邻近性 村庄与邻近城市的距离：５ 公里以内 ＝ １，５ ～ １０ 公里 ＝ ２，１０ ～ １５ 公

里 ＝ ３，１５ ～ ２０ 公里 ＝ ４，２０ 公里以上 ＝ ５

３．０４７ ２．９４３
０．１０３∗∗∗

　 公共领导力 非常差 ＝ １，比较差 ＝ ２，一般 ＝ ３，比较强 ＝ ４，非常强 ＝ ５ ２．８０９ ２．１６５ ０．６４５∗∗∗

　 信息公开度 从不 ＝ １，较少 ＝ ２，偶尔 ＝ ３，经常 ＝ ４，频繁 ＝ ５ ３．８６８ ３．０１５ ０．８５３∗∗∗

　 劳动力外流 村庄外出务工人数比重：２０％以下 ＝ １，２０％ ～ ３０％ ＝ ２，３０％ ～ ４０％
＝ ３，４０％ ～ ５０％ ＝ ３，５０％ ～ ６０％ ＝ ３，６０％以上 ＝ ５

２．３８４ １．６３４
０．７５０∗∗∗

　 经济发展水平 非常差 ＝ １，比较差 ＝ ２，一般 ＝ ３，比较明显 ＝ ４，非常明显 ＝ ５ ３．６８０ ２．８２６ ０．８５５∗∗∗

　 巡河员人数 连续变量 ２．２５１ ２．１７６ ０．０７５∗∗∗

　 政府投资力度 不投资 ＝ １，较少投资 ＝ ２，一般 ＝ ３，较大投资 ＝ ４，很大投资 ＝ ５ ３．７４２ ３．３３０ ０．４１３∗∗∗

　 河长制宣传力度 不宣传 ＝ １，较少宣传 ＝ ２，一般 ＝ ３，较大宣传 ＝ ４，很大宣传 ＝ ５ ４．１８７ ３．０２５ １．１６２∗∗∗

　 民间河长数量 连续变量 １．２１７ ０．３５０ ０．８６７∗∗∗

　 企业投资力度 不投资 ＝ １，较少投资 ＝ ２，一般 ＝ ３，较大投资 ＝ ４，很大投资 ＝ ５ ３．１６２ ２．９３０ ０．２３２∗∗∗

机制变量

　 知识资源 根据因子分析计算而得 ０．１４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９０∗∗∗

　 关系资源 根据因子分析计算而得 ０．０９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１∗∗∗

　 动员能力 根据因子分析计算而得 ０．１１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２２∗∗∗

　 　 注：∗、∗∗、∗∗∗分别表示均值差异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三）研究方法

１．基准模型

鉴于本文所选取的因变量是连续性变量及样本分布的非正态性，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

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进行估计之前，运用 ＯＬＳ 方法检验有无村级河长是否会对农村水环境治理

绩效产生显著影响。 具体形式如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α０＋α１ ｒｃｓ＋α２ｘ＋ε，　 Ｅ（ ε）＝ ０ （１）

（１）式中，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表示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ｒｃｓ 表示村级河长设立情况；ｘ 表示影响农

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协变量矩阵；α０是常数项，α１、α２是待估计系数，ε 是扰动项。
２． 反事实匹配与方程估计

由于 ＯＬＳ 回归只能得到处理变量对因变量的条件期望影响，且回归结果容易受到样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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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的影响，会严重干扰估计的真实性。 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是处理上述问题较为有效的分

析模型，其基本思想是构建“反事实”框架，通过寻找与处理组相似的反事实控制组，最大限度

消除样本选择偏误。 假定 Ｙ１ｉ为处理组的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指标，Ｙ０ｉ为控制组的农村水环境

治理绩效指标，Ｄ ｉ表示处理变量，则村级河长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因果影响，即处理组的平

均处理效应（ＡＴＴ）可表示为：
ＡＴＴ ＝ Ｅ（Ｙ１ｉ ｜ Ｄ ｉ ＝ １） －Ｅ（Ｙ０ｉ ｜ Ｄ ｉ ＝ １）＝ Ｅ（Ｙ１ｉ－Ｙ０ｉ ｜ Ｄ ｉ ＝ １） （２）

ＰＳＭ 反事实框架分析步骤包括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选择、共同支撑假设、平衡性检验和

估计平均处理效应。 其中，运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来估计倾向得分值，相应地，样本村是否选择设立村

级河长的决定方程如下：
Ｐ（Ｅ ｉ）＝ Ｐ（Ｄ ｉ ＝ １ ｜ Ｅ ｉ）＝ Ｅ（Ｄ ｉ ｜ Ｅ ｉ） （３）

（３）式中，Ｐ（Ｄ ｉ ＝ １ ｜ Ｅ ｉ）为倾向匹配得分，Ｅ ｉ为匹配变量。 本文选择 ｋ 近邻匹配、卡尺内 ｋ 近

邻匹配、半径（卡尺）匹配、核匹配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５ 种匹配方法，如果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说明计量结果较为稳健。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估计

表 ２ 分别汇报了以生态绩效、社会绩效、总体绩效为因变量的 ＯＬＳ 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在
控制了一系列其他变量的基础上，村级河长的设立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

用，且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这基本证实假说 １，即设立村级河长确实能够提高农村水环境

治理绩效，同时也印证了“新制度供给”对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性，可能的原因正如前文所

述，纵向激励问责下村级河长会充分利用村庄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与动员能力，进行资源整合

与策略化动员，弥补村庄治水资源不足的缺陷，推动河长制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的转变，进而

提升河长制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的生态与社会效应。 一个潜在的问题是这种简单的回归结果

容易受到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那些未被观察到的因素可能会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因此，
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进一步验证村级河长这一制度安排

能否促进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
表 ２　 村级河长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 ＯＬＳ 估计结果

　 　 变量 生态绩效 社会绩效 总体绩效

村级河长 ０．１５１∗∗∗（ ０．０６９） ０．２９９∗∗∗（ ０．０７１） ０．１７７∗∗∗（ ０．０３２）

协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检验值 ９．４６ １０．４８ １３．０７

Ｒ２ ０．０９２ ０．１０１ ０．１２６

Ｐｒｏｂ＞Ｆ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观测值 １２５７ １２５７ １２５７

　 　 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下同。

（二）村级河长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

１．共同支撑域检验

论文首先利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村级河长设立的倾向得分①，为确保 ＰＳＭ 估计的合理性及有效

性，需要进行共同支撑假设检验。 图 ２ 给出了匹配后倾向得分的概率密度图。 可以看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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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Ｍ 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倾向得分的核密度函数较为接近，两组样本的大多数倾向得分值

落入共同取值范围，表明匹配质量较高。

图 ２　 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核密度函数图

２．平衡性检验

为保证样本匹配后的平衡性，本文分别采用 ｋ 近邻匹配、卡尺内 ｋ 近邻匹配、半径（卡尺）匹

配、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进行匹配。 表 ３ 的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与匹配前相比，匹配后

的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由 ０．３４０ 降至 ０．０２４ ～ ０．０３１，ＬＲ ｃｈｉ２由 ５８０．８５ 降至 ４６．１６ ～ ６１．００，均值偏差由 ４４．０
降至 ８．２ ～ ９．７，均值偏差均小于 １０％，中位数偏差由 ４１．９ 降至 ６．２ ～ ９．７。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可

知，匹配后样本自选择导致的估计偏误大大降低，各协变量在统计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即数据匹

配具有良好的平衡性。
表 ３　 匹配前后解释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匹配方法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ＬＲ ｃｈｉ２ Ｐ 值 均值偏差（％） 中位数偏差（％）

匹配前 ０．３４０ ５８０．８５ ０．０００ ４４．０ ４１．９

ｋ 近邻匹配 ０．０３１ ６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９．７ ９．７

卡尺内 ｋ 近邻匹配 ０．０３０ ５８．９７ ０．０００ ８．２ ７．９

半径（卡尺）匹配 ０．０２４ ４６．１６ ０．００８ ８．７ ７．１

核匹配 ０．０２５ ４８．０２ ０．０００ ９．２ ８．３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０．０２５ ４９．３３ ０．０００ ９．０ ６．２

　 　 ３．平均处理效应估计

表 ４ 回归结果显示，采用 ５ 种不同匹配方法所得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倾向得分匹配

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经 ＰＳＭ 估计后，发现村级河长的设立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生态绩效、
社会绩效、总体绩效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假说 １ 得到进一步验证。 具体而言，在生态绩效方

面，平均处理效应为 ０．１４６，表明在解决了样本选择性偏差后，村级河长的设立会促使生态绩效

显著提高 １４．６％。 在社会绩效方面，平均处理效应为 ０．２７５，表明在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村
级河长的设立会使社会绩效显著提高 ２７．５％。 在总体绩效方面，平均处理效应为 ０．１４５，意味着

在排除内生性干扰后，村级河长的设立会使总体绩效显著提高 １４．５％。 模型估计结果还表明，
无论使用何种匹配方法，村级河长的设立对社会绩效的提升作用均大于生态绩效的提升作用。

表 ４　 倾向得分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Ｔ）

匹配方法 生态绩效 社会绩效 总体绩效

ｋ 近邻匹配（ ｋ ＝ ４） ０．１６６∗（ ０．１２７） ０．２７７∗∗∗（ ０．０９２） ０．１５１∗∗∗（ ０．０４９）
卡尺内 ｋ 近邻匹配（ ｋ ＝ ４，卡尺 ＝ ０．０７） ０．１８１∗（ ０．１２９） ０．２７３∗∗∗（ ０．０８９） ０．１５３∗∗∗（ ０．０４７）

半径匹配（卡尺 ＝ ０．０７） ０．１２７∗（０．１１５） ０．２７２∗∗∗（ ０．０７８） ０．１４０∗∗∗（ ０．０４４）
核匹配 ０．１３３∗（ ０．１０７） ０．２６９∗∗∗（ ０．０７７） ０．１４１∗∗∗（ ０．０４３）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０．１２４∗（ ０．１２３） ０．２８４∗∗∗（ ０．０７６） ０．１４５∗∗∗（ ０．０４５）
平均值 ０．１４６ ０．２７５ ０．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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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群差异分析

前文虽然测度了村级河长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平均处理效应，但无法反映调查样本的结构

性差异，村级河长设立所产生的生态与社会绩效可能会因村庄规模、地理区位、流域差异而存在

异质性。 因此，本文对流域差异、地理区位和村庄规模层面进行分组处理，检验村级河长对农村

水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组间差异。 基于核匹配方法的村级河长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影响效

应的组群差异回归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回归结果显示，在黄河流域中上游村庄，村级河长的设立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均有

显著提升效应，但对上游村庄的提升效应大于中游村庄。 可能的原因是，黄河上游作为全流域

主要的淡水涵养地和重要的生物栖息地，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在生态振兴和河长制激励问责

双轮驱动下，村级河长会投入更多精力保护和管理村庄水环境。 在地理区位层面，村级河长的

设立能显著提升近郊村、中郊村和远郊村的生态绩效，也能提升近郊村和中郊村的社会绩效，但
对远郊村的社会绩效影响不显著。 但相较之下，对近郊村生态绩效、社会绩效、总体绩效的提升

效应比中郊村和远郊村更大。 可能的原因是，近郊村不仅具有较好的经济条件、相对完善的基

础设施，而且有更高的公共事务治理水平和更强的集体行动能力，河长制政策效应更明显。 在

村庄规模层面，村级河长的设立对特大型村、大型村和中小型村的生态绩效、社会绩效和总体绩

效均有显著的提升效应，但相比大型村和中小型村，特大型村的社会绩效、总体绩效提升效应更

大；相比特大型村和大型村，中小型村的生态绩效提升效应更大。 潜在的原因是，特大型村有完

善的水环境治理制度，知识资源丰富，能够催生企业河长、党员河长、技术河长等民间治水力量，
社会绩效和总体绩效相对更高；中小型村人口密度更低，资源相对集中，集体行动能力更强，村
级河长能够更快地进行资源整合，收集和处理水环境治理信息，推动水环境绩效的改善。

表 ５　 村级河长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影响效应（ＡＴＴ）的群组差异

变量 分类标准 生态绩效 社会绩效 总体绩效

流域差异 上游 ０．２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２３９１∗∗（ ０．０１９） ０．２１７１∗∗（ ０．０１６）

中游 ０．１５７∗（ ０．００９） ０．１１３∗（０．０３４） ０．１０４∗（ ０．０１０）

地理区位 近郊村 ０．４７９∗（ ０．２１５） ０．３６１∗（０．１７７） ０．３６６∗（ ０．１８５）

中郊村 ０．３９１１∗∗（ ０．１８３） ０．２９７∗（０．１５５） ０．３２１∗（ ０．１０８）

远郊村 ０．３５７∗（ ０．１１１） ０．３７２（ ０．１６０） ０．２９９∗（ ０．１５６）

村庄规模 特大型村 ０．３０２１∗∗（ ０．２４３） ０．５２６１∗∗（ ０．２０１） ０．４３５１∗∗（ ０．１０４）

大型村 ０．１３３∗（ ０．０６８） ０．２３０∗（０．１１２） ０．２１９∗（ ０．１７７）

中小型村 ０．３７５１∗∗（ ０．１０５） ０．３４１∗（０．１３７） ０．３８９∗（ ０．１６２）

　 　 注：①县村距离 ２５ 公里内为近郊村，２５ ～ ５０ 公里为中郊村，超过 ５０ 公里为远郊村。 ②依据《镇规划标准》 ，村庄常住人

口数大于 １０００ 人为特大型村，６０１ ～ １０００ 人为大型村，６００ 人以内为中小型村。

（四）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遗漏变量和潜在非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本部分参考 Ｃｈｅｔｔｙ［２３］ 的做法，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从总体中随机抽取治理绩效变量和村级河长变量组成随机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 为保证估

计结果的可靠性，使用基准模型进行 １０００ 次回归。 依据稳健性检验标准，当真实回归系数偏离

随机样本回归系数时，认为基准模型不存在模型设定偏误，未受到遗漏变量干扰的影响，具有稳

健性。 图 ３（ ａ） （ ｂ） （ ｃ）分别报告了回归系数的分布情况，不难看出，随机样本估计得到的系数

均分布于 ０ 附近，且竖虚线所代表的真实样本系数估计值偏离于该系数估计值的主要分布范

围。 这表明，本文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并未受到遗漏变量干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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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回归系数分布情况图

（五）机制检验

本文不仅关注村级河长的设立是否会促进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及作用大小，还关注

村级河长的设立如何影响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揭示其作用机制。 具体而言，本文将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检验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 ３ 个变量在村级河长影响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

中的中介效应。 与传统的逐步回归法相比，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能够得到更加精确的置信区间，在检验

多重中介渠道方面具有更强的检验力。
表 ６ 回归结果显示，以知识资源为中介变量时，在路径Ⅰ、Ⅱ、Ⅲ中，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

［０．０２６，０．３０５］ 、［０．１４５，０．４３０］ 、［０．０８８，０．２２８］ ，该区间不包含 ０，对应的 Ｐ 值为 ０．０１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表明间接效应显著，这也进一步说明知识资源在村级河长和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发

挥着中介作用。 一种合理的解释是，村级河长能够利用村庄的知识资源，制定适合村庄水环境

治理的奖惩规则，提升村庄制度环境，重塑传统规范，发挥村规民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进而提

高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 以关系资源为中介变量时，在路径Ⅳ、Ⅴ、Ⅵ中，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

为［０．１６８，０．４４１］ 、［ ０． ０３１，０． ３０１］ 、［ ０． ０９７，０． ２２９］ ，该区间不包含 ０，对应的 Ｐ 值为 ０． ０００、
０．０１５、０．０００，表明间接效应显著，这意味着关系资源在村级河长和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发

挥着中介作用。 可能的原因是作为政府的委托人与村民的代理人，村级河长发挥着沟通政府与

村民的桥梁作用，其思想与行为对农户水环境参与治理行为具有示范带动作用，从而有效规避

农户乱占、乱采、乱堆、乱建行为的发生。 以动员能力为中介变量时，在路径Ⅶ、Ⅷ、Ⅸ中，间接效

应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１３，０．２９４］ 、［０．１１１，０．４０７］ 、［０．０７６，０．２１１］ ，该区间不包含 ０，对应的 Ｐ 值

为 ０．０３７、０．０００、０．０３０，表明间接效应显著，这意味着动员能力在村级河长和农村水环境治理绩

效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潜在的原因是村级河长作为国家行政力量的“神经末梢” ，根植于乡

村土壤，与当地农户、环境等有天然的联系，村庄所特有的熟人关系网、人情机制、面子观念及河

长权威对农户参与公共资源治理具有动员效应和规则认同效应，能够改变农户的预期水平，增
强村庄集体行动能力，从而提升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假说 ２ 得以验证。

表 ６　 机制检验结果

作用路径
中介效应 ９５％置信区间

系数 标准差 上限 下限
ｐ 值

Ⅰ． 村级河长→知识资源→生态绩效 ０．１７３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６ ０．３０５ ０．０１５

Ⅱ． 村级河长→知识资源→社会绩效 ０．２８８ ０．０７２ ０．１４５ ０．４３０ ０．０００

Ⅲ． 村级河长→知识资源→总体绩效 ０．１５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８８ ０．２２８ ０．０００

Ⅳ． 村级河长→关系资源→生态绩效 ０．３０４ ０．０６９ ０．１６８ ０．４４１ ０．０００

Ⅴ． 村级河长→关系资源→社会绩效 ０．１６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１ ０．３０１ ０．０１５

Ⅵ． 村级河长→关系资源→总体绩效 ０．１６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９７ ０．２２９ ０．０００

Ⅶ． 村级河长→动员能力→生态绩效 ０．１４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３ ０．２９４ ０．０３７

Ⅷ． 村级河长→动员能力→社会绩效 ０．２６６ ０．０７２ ０．１１１ ０．４０７ ０．０００

Ⅸ． 村级河长→动员能力→总体绩效 ０．１４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６ ０．２１１ ０．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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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针对农村水环境长期存在的“边治理、边衰退”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难题，围绕河长制向农

村基层扩散这一主题，本文利用黄河流域 ４ 省份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实证检

验了村级河长的设立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及机制，并比较了不同流域差异、地理区位

及村庄规模下的组群差异。 研究发现，村级河长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对
上游村庄、中小型村庄、近郊村的水环境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即使随机抽取治理绩效变

量和村级河长变量组成随机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成立。 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

现，村级河长有效治理的深层原因在于村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发挥着中介效应。 在

政府纵向激励问责机制的驱动下，村级河长通过资源整合与策略化动员，有效弥补自身治水资

源不足的缺陷，避开低绩效陷阱，进而提升河长制在“最后一公里”的政策效应。
本文结论蕴含着以下政策启示：一是要逐步实现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全覆盖，完善村

级河长设置，突出重点，采取差异化策略，适当增进村级河长的自由裁量权，增强其履职意识和

能力，提升村级河长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的灵活性和高效性，发挥其标杆示范效应和空间溢出

效应；二是河长制向农村基层推行过程中应采用灵活的激励形式，避免无效的正向激励和不合

理问责，为基层村级河长适当减负，增强回应能力，避开农村水环境治理中的低绩效陷阱；三是

吸纳社会力量，为河长制的落地生根提供支撑，营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制度环境，培育知识资源、
关系资源，进行资源整合与策略化动员，提升内部资源动员能力与外部资源获取能力，有效弥补

基层村级河长自身治水资源不足的缺陷，破解农村水环境长期存在的“边治理、边衰退”和地方

政府监管乏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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